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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编者的话：本文的作者是有感而发，文中提及的两篇登在“知名度相当高”的刊

物上的文章亦是有感而发。也许是时下“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的困局，令后者不

由得怀念起早年那场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 

    毛泽东进城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的本意大概是说，先进的无产阶级

政权决不同于落后的农民政权。但他后来的作为却让人联想起同样是造反起家的

朱元璋。海外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责备明朝统治者没有“数目化管理”。与朱元

璋相比，同样是大规模肃贪开杀戒，毛泽东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数目化管理”上。 

    面对如今遍地贪官的局面，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Ｘ级以上的干部，挨着个

儿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种“数目化管理”在百姓那儿是戏言，

要是统治者这样想、这样做就麻烦了，因为“天子之怒”的直接后果就是“伏尸百万，

流血千里”。人们总认为在“三反”中，毛泽东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其实他很可

能心中有底，不过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大人物而言，那些活生生的人不

过是些可随意增删的“数目”而已。 

    进城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认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中共最大的威胁。其

实腐败问题并不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专利，它发自人的本性。这一点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清朝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农

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专制帝王

同官场腐败始终在徒劳地搏杀，甚至不惜剥皮揎草、抄家灭门，其结果也不过是



此消彼长，时清时浊。 

    市场经济也不必然产生腐败，“市场经济”（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加上

专制体制才必然导致腐败。在“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里，人们无法监督和遏制公

权力的滥用。用无限的权力攫取有限的社会财富，是收益无限大风险无限小的对

全体公民的打劫。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纵容和鼓励贪欲的体制，与成熟的

民主体制下发生的腐败现象不同的是，这种腐败是制度的腐败。 

    难怪在共产党“进京赶考”和“三反”运动四十多年后，当社会主义祖国的干部

进入回归后的资本主义香港，港人大为紧张，有人甚至惊呼：香港是中国这个大

厕所的水箱，千万别把它弄坏了！他们反倒害怕起“无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来了。 

    如今的中国，似乎又陷入了反腐怪圈：搞运动固然不是办法，不搞运动也没

有办法；宣传教育固然早就置若罔闻，严刑峻法也根本不能杀一儆百。何况还有

“维护形象”、“稳定大局”、“挽救干部”的欺世大言呢！ 

    意大利古典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当某一弊端同一个国家的制度密切联系时，

可以想象，清除这种弊端将意味着毁灭这种制度。”为苍生计，不搞运动固然是天

大的好事。但问题的关键却不在此，正如本文作者所言，关键在制度。 

 

“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 
                                     胡 甫 臣                                                                                                                                            

 在我们现今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时会冒出一种正误错位的颠倒歌。因为说谎惯了，掩
饰缺点错误惯了，假的、错误的东西从耳旁滑过也没有什么感觉。这种刺耳的颠倒歌甚至还

会流行不衰。对这些错误的东西，你如果要批评、要认真进行研究，要想找出真正的经验教

训，却又被认为是敏感区，不准批评，批评了也没地方发表。这真是正做不做，豆腐放醋。 
    拿“政治运动”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多次明确表示以后不再搞了。但由
于过去搞运动太多，习以为常了，至今回忆起来，歌颂总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得多。可见

拨乱反正真不容易。 
比如关于“三反”运动，我就无意中看到过两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刊物在重要位置上堂而皇之



地刊登着鼓吹这场运动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叫《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着力宣扬的是“三反”运动中大
轰大嗡的群众专政的做法。歌颂这种群众运动如何大张旗鼓，如何像镇压反革命一样进行大

查处、大惩治；歌颂领导如何亲自挂帅、严格督促，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雷厉风行；如何表

扬先进、给动作迟缓者增加压力；如何不虎头蛇尾、不走过场等等。 
    另一个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叫《苏北“三反”运动一瞥》，此文回忆了当地这个运动的全
过程，说苏北“三反”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它谱写了党在反腐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文章

除了写到“放包袱”、千多次的大小会议、上百个“打虎队”和上百个家属“劝说组”到处

“搜山捉虎”，各类漫谈会、“啦呱会”，以及为突击完成任务而采取种种的措施（实际上是

过火行为）外，还罗列了具体的数字：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１９５１２名，其中７５人自

杀、２５人潜逃；２９０２人分别受到劝告、警告、撤消工作、留党查看和开除出党的党纪

处分，４５６０人分别受到警告、记过、降职、降级、撤职和开除公职的政纪处分；有４４

３人分别被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和有期徒刑；余下的１１６０７人免于处分。关于那些

随便由机关所确定的各种惩罚暂且不论，单就一个地区就有上百人自杀、逃跑，有上万无辜

者或本可免于处分的人被斗、被打，难道这就是值得歌颂的“光荣历史”？难道在提出″依

法治国″的今天还要肯定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吗？ 
毛泽东决定搞“三反”，对治理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决策。但采用群众运动的

方法，却是严重的错误。而搞运动被毛泽东当作治党治国的法宝，从延安整风直到文化大革

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至死方休。他认为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

是在“运动群众”。“三反”运动可说是他开展运动的一个典型事例。让我们回顾一下具体的

历史事实吧。 
 

一、	
 运动中的“数目化管理” 

 
    毛泽东在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到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０日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
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

批转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大约１８５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１３０件，以党中央名义

签发的５１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４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来看看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

思想和具体做法。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
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引文见中央文

献出版社《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一书，下同。）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１１月３０日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
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１２月８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
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

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

题。 
    ——请注意，和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１９５２年１月１０日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
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１月２４日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
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

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８０多只，今天就有１５０只，可能达到２００只。 
    ——这是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１月３０日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１０００个
至１３００个，其中应有大老虎１００个至１３０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

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

告中央局和中央。 
    ２月４日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
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１０６只，小老虎３５７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

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

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１０００万元（指旧币，核新币１０００元。下同——

编者）以上的老虎１８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

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

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７２％，

少者占１３％，平均３３％。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

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

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

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５００只，２月３日据报已增至２０００只。军委直属系统

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１００只，昨天追加１５０只，共计２５０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

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

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１０％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
在调查研究、核实证据以前自订主观的预期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举了许多预计数字（未

经核对，尚不知是否有夸大虚报）作为范例，对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

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这明显是单纯追求数字的瞎指挥。 
    ２月４日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１月３１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
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

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这是对现有
计划尚无把握实现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盲目批评下面右倾，主观地强行要求下面普遍追加预

算。 
    ２月４日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
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

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

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无条件地不断增加指标。不是要求下面
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计划，而是越多越好，越多越证明认识进步，盲目求多求大。 
    ２月５日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还
没有订出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

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大

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

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



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

绩一次…… 
    ２月５日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有：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
大小老虎１０００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

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 
    ２月７日对中南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
是１０７只而是５００多只。中小虎不是１１００多只，而是５０００多只。 
    ２月１１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中有：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５０００只，中小
虎２万只，这是全国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

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

情况提高打虎预算。 
    ２月１１日给中南局的电报中有：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
３０００，中小虎２万，还是低了…… 
    ——对预算、指标都是嫌低，就主观提出些高指标，硬逼追加。 
    ２月１３日转发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的批语：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则大虎１
０００，中小虎３０００，增为大虎２０００、中小虎６０００。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

东军区人数和军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２月１７日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中有：这个大虎８０００小虎４２０００余的
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设想的计划接近

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３月３日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有：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
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或写检讨报告的

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不但打虎的计划一个劲在要求提高了又提高，连同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都像镇反时
一样要交代清楚，可见要让资产阶级绝种的决心之坚决，也可见“三反”运动的范围也随他

个人的批示在不断扩大。 
    ５月９日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中有：必
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

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

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订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

按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论，应受到纪律处分”；二是“领导不力，

对第二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

反胜利。 
    ——运动都到收尾了，不强调实事求是，不要求认真审核，还一个劲要求反右倾。所订
纪律也只惩右，不提防左纠左。整个运动中他都是一贯的反右倾反到底。 
    ５月１０日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
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

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

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

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 一直到结案时候，才强调实事求是。运动中扩大化、错伤害人、影响正常工作等
现象都是普遍的事实。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参加三反的人数

共３８３万多人�不包括军队�，贪污１０万元（应指核新币——编者）以上的１０万人，

判处有期徒刑的９９４２人，无期徒刑的６７人，死刑４２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



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据另一个地方的材料，说被查处的有１０２万人，

这比实际受处分高出的９０多万人，就都是不该受审查、不该受批斗的、扩大化了的人。 
我们从上面那些毛泽东的批语中可以看出这次运动是怎么样开展的。 

 
二、自上而下“运动群众” 

 
    （１）毛泽东这段时间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他领导的方法，主要就是靠这些文
件，靠转发下面的计划、报告、经验和他在上面加的批示； 
    （２）毛泽东是我们国家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对“三反”运动他直接管到了最基层，简
直就是他一个人在坐镇指挥。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一个人就批示了大约１８５次，有时一天

就要批示几次。 
    （３）在这次运动中，由于毛泽东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形势看得极端的严重，用
他个人主观想象的高数字、高指标或某个单位已经订出的高预算去推算，层层下压，以达到

他心目中的打虎指标；要求各大行政区自身、并强迫下面向打虎的高计划、高预算看齐，层

层制订打虎预算，按人数多少、开支多少、管钱管物多少的比例去推算，让下面互相攀比打

虎的数字，甚至大老虎和中小老虎也规定了一个比例，不准少了、小了；一看打虎数字增加

就高兴，就表扬，一看打虎数字不如其他单位就生气，就批评是右倾；甚至在运动的末期，

还把罗瑞卿反右倾的做法转发全国。在他的全部批示中，只是到了定案中发现许多问题，才

提出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真可说是一左到底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高压下的群

众运动，下面对上面定的政策，几乎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完不成指标，被扣上右倾帽子。上

面已经很左，下面执行起来，便左上加左。因此，“三反”运动时哪个机关都打出好多假老

虎，出现了许多冤案。 
    我由此还联想到在其他运动中，如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对钢铁产量翻一番也下过死命令：“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

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

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

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责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

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再比如合作化运动时期，合作化的进度也是在批

“小脚女人”后分配指标往下压压出来的；大跃进运动的高指标也是从中央到省到县层层压

出来的；打右派也是规定了百分比甚至有具体数字指标的；超英赶美的时限也是因上面的号

召而越缩越短的……从以上的情形看，从上往下压指标的命令主义，几乎是历次运动的常规。 
    （４）在这样长的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人们不断收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么多根本做不
到的显然不实事求是的高指标，竟没有人提出意见，一直到运动末期总结的时候都没有人提

出这次“打虎”的教训。是不敢呢还是都左昏了头呢？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已高到谁

也不敢有不同意见、更不敢有相反的看法的地步。即使到了现在，当人们回顾这场运动，还

是歌颂的多，认真总结的少。 
（５）这是我们开展“群众运动”、也是领导上“运动群众”的典型的一例。从后来的

效果看，“三反”连一反也没有反干净，“三反”最突出的特点是“打虎”（反贪污），但很快

就又遍地是“虎”。可见这种搞运动的方法虽然残酷凶猛，但却并未抓住要害，并未建立起

永久防止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的制度。在这方面，直到５０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搞出一个

象样的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监督。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进行

彻底反思，还认为这种运动是我们的法宝，结果一个又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乱，



越来弊端越多越深，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的天下大乱。 

 
三、从“反右倾”到“复查、甄别” 

 
从各地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的情况看，整个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不断反右倾，分工包干

找线索；内外夹攻忙审讯；小会挤大会突，发动群众搬“石头”；找重点抓弱点，坦白检举

相结合；专案专人包打包查；预算数、期成数、必成数，穷追猛打不放松；个别谈话和群众

压力相结合；以虎攻虎，深挖成群成窝的老虎；防止逃跑和不断补课；杀、判、赦结合，猛、

狠、压配套；斗智攻心和群众挤压，确定任务限期破案；大造声势组织火力，捉不住老虎决

不收兵；公开宣战，八方围歼；车轮战术和疲劳战术；打、骂、捆加逼、供、信；打虎队突

击，穷追到底等等群众性的大轰大嗡、无法无天的做法。不依法律，不讲证据，不顾人权。

从后期各地报告的结果看，自杀、自伤、逃亡都成为要严防的事情，翻案、结不了案、收不

了场，绝大多数只好不算老虎，原来上报的数字减了又减，甚至减到零。但好多人已经被打

虎队“打”得身心交瘁，不但自己抬不起头，家属也见不得人。这样搞法，肯定会扩大化，

伤害好人一定不少。所以每次运动都和这次运动一样，在运动后期都有一个复查、甄别、定

案阶段，以便把整错的纠正过来。同时停下工作搞运动，又搞得人心涣散，工作很难齐心协

力，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群众运动确实威力很大，但在极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讲法律，

不讲政策，不是由各级领导掌握，就是由群众掌握，但实际上谁也掌握不了，无法无天，危

害很大。关于“五反”运动，这里没有谈，我觉得也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比如宋庆龄在１

９５５年１１月，就曾写信给毛泽东：“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

业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

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正像延安的整风运动一样，不认真总结它的教训，一直把它当成样板，认为是最成功

的经验，把它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管理干部的法宝，以至把它作为我们治党治国的优势，一

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为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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